
论士与中国传统文化——钱穆的中国知识分子观（古代篇）（罗义俊）

罗义俊 

一、概述:钱穆史学中的重要项目  

中国古代的士,其义相当于西方近代出现的被人称为“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此一“知

识分子”意义的中国的士,有绵延不绝的两千多年传统,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文化现象。士

原是中国文化的自觉载体,以致将士视为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几成海内外讨论中国文化的共

识,钱穆先生很重视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文化在哪里?即在中国人身上,而

主要即在士。中国的士,在社会上有其特殊地位,在文化传统上有其特殊意义特殊价值。它十

足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中国文化有与并世其他民族文化“绝对相异之一点”，即在中

国社会有此一士的传统。由是他又认为,治中国史,讨论中国文化传统及政治体制,对此一重

要现象,实在不能不深加注意。并指出,顺着士这一传统去讲中国史,可能是一条讲得通的路

线。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之研究,是钱先生史学中的一重要项目。  

钱先生以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专门对象的研究言论,就其论著篇目看,除了散见于《国史大

纲》、《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文化精神》、《中华文化丛谈》、《历史与文化论丛》、

《政学私言》、《民族与文化》《晚学盲言》、《学籥》、《中国思想史》、《世界局势与

中国文化》等著作外,其最要者,乃集中在《中国的智识分子》(收入《国史新论》)、《中国

文化传统中之士》与《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收入《宋代理学三书随礼》附录）三篇

专论中.其中,《中国的智识分子》文采飞扬,精妙绝论,可能是钱先生一生中最能表现他学思

精熟顺畅、运椽自如的一篇上佳之作,也可能是当代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典范史论。它

将一部二十四史中的士之随时升降进退、真伪正歧、才气品性、风韻神致,描画得栩栩如

生、淋漓尽致。  

就其内容看,可分为古代与现代两部分。古代部分,乃对于士的品格、属性、精神以及其历史

作用、影响等的评析?这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研究、基础研究。现代部分,则主要是为现

代知识分子诊病。  

其研究的品格,则是历史的、宏观的,纵或其描画可能被目之为偏倾于理想型,却在在都有史

实的支持,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其基本特点，乃顺中国历史自身发展而阐说,将士的阶段表

现与其共通特性结合着说。表现为语言特点,则较“雅”。然此并不能妨碍我们用现代

的"俗"语言去理解与诠释,亦不能损害其研究与影响。钱先生的高弟余英时先生对中国的知

识分子问题重视有加,著《士与中国文化》。我看,不论是从学脉上说,从重视之精神意绪上

说.还是从具体的研究上来说,都实与乃师有踪迹可寻的联系,有不少观点明显是对老师研究

的发扬光大。  

本文,主要就《中国的智识分子》三篇专论为根据,展述与诠释其古代部分。钱先生对中国古

代的士之研究,依其中心观点来概括,可概括为：士统即道统的士中心论,其动力论的表述则

为中国的士是中国历史上一条有力的动脉。这是钱先生对中国文化独特性的一项重大揭示。  



二、“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  

“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是钱先生论士与中国文化、或说他的中国知识分子观的首要观

点。这是他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平实考察与士的品位属性之认定,加以阐述而出的。  

据钱先生的考察,士是中国社会一流品。而士之成为中国社会与文化传统中有特殊地位、特

殊意义与特殊价值的一流品,其事则自孔子始,此即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移步换形相关。关于中

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性质问题,整体意义的中国学术思想界,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钱先

生当然不会接受具有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与特征的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斯大林式结

论。他采取的其实是一现象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平实地认为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流品

社会、一个四民社会,中国社会从此分为士农工商四民。四民指的是四流品,士就是这四流品

中之一流品。  

何谓流品?“流”之文义,不难解,行也,移也,,变也。遮拨地说,不滞、不凝结也。此一查阮

元的《经籍篡诂》即可知,不须在此繁征博引作考据。顺此文义,可知中国历史上之所谓流

品,乃指谓虽有其自身职业与属性特征,但却不凝滞固结而可流动的社会群体,亦即不是社会

学上如印度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那样壁垒深严、鸿沟远隔的瓦尔纳,以及西方社

会那样对立斗争、不可调和的阶级,此正是钱先生对流品之意义的说明。他明确说,流品社会

“并不是一个阶级社会”,流品“不是阶级”。  

钱先生认为,在四民社会中,农工商三流分担着人生实际工作,好讲；唯“士”的一流品最难

讲,一定要把中国社会具体而详细地讲出,即将士置入中国历史实际中,始得真明白其意义。

他首先从中国古代社会的演变中,揭示孔子以下士一流品的产生,进而揭显出士的特殊性。依

钱先生之见,夏商周三代已有士的存在,而且如春秋时代的列国卿大夫中的柳下惠、管仲、晏

婴、叔向、子产等人,都已成为后来中国典型学者的原始模样;但作为有特殊地位、意义与价

值的新流品则开始于战国时代。他指述,夏商周三代,也可说为一封建社会,有对立的贵族阶

级(君、卿、大夫)与平民阶级（农、工、商)之存在,尽管封建形成、贵族阶级是纯政治性

的。至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演变发生,到战国时已不再有阶级意义的贵族与平民之分。贵族阶

级的政治特权被取消,平民阶级农工商诸业被制约的均产经济也获得解放,兴起了许多富农新

地主以及私人工商企业新富人。原先介在贵族与平民两阶级中的士乃脱颖而出,其人员亦或

由贵族堕落,或由平民升晋,而壮大,终成一新的流品。  

宣告这个新流品意气高涨地跃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是顶着诸子百家帽弁的平民学者兴起,象

征士流品兴起的典型则是孔子。孔子的思想将塑造着此下两千五百年士这一流品的基本性

格,“他是中国此下四民社会中坚的士的一流品之创始人”。钱说确然。彼时,承孔子携其弟

子群体进退由己周游列国干七十二君“始作诵”之风气,不仅满天下都是士风尘仆仆的身影,

而且战国诸君尊贤养士其风炽盛,以至上及卿相统帅的一切武职文职,几乎全落到新兴的平民

学者手里，平民学者代替贵族阶级掌握了学术文化上的权威地位,并风动政治。诚如钱先生

所举述；孟子在当时,最号称不得意,但他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所见如梁惠

王、齐宣玉,都是当时最大最有权势的王者。孟子若肯稍稍迁就,不在理论上高悬标格,何尝

不是立谈便可至卿相。在百万大军作国运存亡的大战争中,一布衣学者发表一番意见,可以影

响整个国际向背,如鲁仲连之义不帝秦。钱先生指出,"孔子以后,诸子百家群兴,他们全是士,

士流品得势,贵族阶级被推翻,中国此下就变成了一个四民社会。"  



战国的士常周游天下,或游学,或游仕,当时称之谓游士,钱先生谓“即是说他们是流动的智识

分子”。他亦由是称战国时代的中国社会为“游士社会”,说：“在这个时代里,士是一个新

的流品的开始。”战国平民学者意气昂扬豪放、进退自如的社会政治学术活动,充分表现了

“士”之有丰富内涵的“流动性”和自由精神。此后,中国的士固然在社会演变政治风云中

有各色变相,各种委屈,但在其内心企向上,在人格意态上,终不愿丢失此流动性和自由精神,

这从后代学者对战国人物意气的想慕乐道上即可知。难怪称钱先生一直是他的老师的美国汉

学家狄百瑞会认为中国存在着“自由传统”。  

战国的士为游士,秦汉以后乃有士大夫、士君子之称。其时士农工商虽都叫"流品",钱先生认

为,唯"士"是四民社会中的“特殊流品”,是“社会中坚”、“第一流品”。他直接从政治性

上去说这一“特殊流品”的特殊性。他说,中国人对士之一流,有一种不平常的涵义,这就是

“士”可以参加国家考试,跑进政府,预闻政治――“士是参加政府的一个特殊流品”,“只

有这一流品是有权参加政府”。  

由是,钱先生进而从士的社会地位诠表其特殊性,提出：“‘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此所

谓社会的中心,其最显见的涵义,即是形成士人政府,领导与控制社会。他说:“中国在秦汉以

后形成了‘士'人政府,社会由士人来领导与控制”。而钱先生称两汉社会为郎吏社会,魏晋

南北朝为门第社会,唐以后为科举社会,亦正是完全着眼于士流品的流变上,以“士是中国社

会的中心”之观点为标尺,来划分的。按他的阐述,两汉的知识分子从郎与吏取出身资格而参

加政府,政府与社会的枢纽即在此。魏晋南北朝,读书人都出在门第中,九品中正制以门第取

士而为门第的护符,门第成为社会的中坚与领导。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以考试举士,来组织

政府；天下士人,一面多竞于此途,一面在社会上自由讲学,上下呼应,要转移世道人心。于是

乎,秦汉以降的中国知识分子,俨然而“为农工商社会之高层领导中心”。 

三、“士统即道统”  

认定士为一流品的意义,在确认了士的独立的社会属性,即它不属于或说不依附于任何特定的

经济阶级,是独立的自行其是的社会阶层,不仅在观念上与价值方向上是如此。而从参加政府

来说明士一流品的“特殊”性,则是一政治现象学的角度。透过“参加政府”这个“特殊”

性,当然也可以确认士的政治属性。但是,“参加政府”并不是士的整全的政治属性,更不能

穷尽士的品性,而对其“特殊”性给出一个充足的说明,它只是其政治属性与特殊性的一个面

相。至于社会的中心云云,严格来说,所揭示的,乃是品位,实亦未及品性。很可能基于这样的

思考,钱先生对中国古代士的探究.并没有停留在对其“特殊流品”及政治属性层面上的一般

揭示,而是全幅地揭示其社会性政治性,并深探入具有整体意义、本质意义的文化性宗教性

上。由是,他确定中国古代的士为承担文化使命与指导政治双重责任的双料和尚或半和尚的

超越性格,进而纵贯地提出“士统即道统”这一历史文化观念,这是他论士与中国文化的核心

观念。  

依钱先生之见,孔子作为中国四民社会中坚的士一流品的创始人,在中国历史社会以及整个文

化系统上发生了一种极大的影响,其中,士的最基本品性即是孔子所规定所示范的：“士志于

道。”从钱先生的有关阐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此“志于道”,是全幅意义的,展现开来说,

凡求道、问道、讲道、明道、传道、用道、行道云云,都是此"志于道"在现实人生中的生命

表现、实践与目标追求,士是"道"的承担者与实践者。钱先生认为,孔子之教,原就偏重在当

时士一阶层,实际上亦可说是一种“士教”,希望“士”承担起“道”来。曾子发挥师教,

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自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仁是孔



门儒家所指道的内容规定或内容真理,谓"仁以为己任”,犹云“道以为己任”。而孟子所谓

“士尚志”,钱先生诠解说,即尚其所志之道也。  

这就是说,士的职责在道,或说“志于道”是士的身份资格的主要规定与本质属性。钱先生认

为中国历史是从负担“道”的职责上,去看士的品位与性格的。所以,中国古代的士,不像西

方的教士,也不像西方的律师;即如现在的专家知识分子科学家以及政治家实业家之类的高层

管理人员,也还是不合称为士。此即是说,士的品位,主要从“道”一层面上去说,而不是落在

“器”的层面上去说。钱先生于此引孔子言“君子不器”以证之,说孔门四学科,文学中之

文,为求道讲道明道所资,并明确认为,士“不仅是一个有智识的读书人”,“志于道”的读书

人始是中国古人所称的士。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进入士的品位、做一个士,有专业知识

技能只是一材质性的必要条件,“专于道”才是一充足条件。  

钱先生对中国古代的“士”之具备“智识”与“志于道”的两重性的揭示,其实倒是很近乎

现代西方对知识分子的理解的。于此,钱先生高弟余英时在其所著《士与中国文化·自序》

中,有一段话,涉及西方知识分子的特殊涵义,足可资为乃师之意的诠释。其文曰：“今天西

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

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

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践。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

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

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

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

‘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

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

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

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精神。"从下面将展述的钱先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我们

可以看到：余文所谓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即"道"的维护者之意;所谓批判、推动云云,亦实乃

“志于道”之事；至于所谓宗教承当精神,更是“志于道”中所涵之义。  

在中国思想史中,关于道的涵义,极为丰富复杂,钱先生在哲学领域里亦有他的形上学的唯道

论，这里当然毋须赘引,仅介述钱先生直接用以诠表士"志于道"的意义者。  

按钱先生的诠释,士志于道之道是价值意义:整全意义、人文意义的。他说:“中国人所讲的

道字,则不仅是一个具体存在的事实,而还包括一个价值理想在里面。”他又认为这个道,主

要是人道,接近于现代人所讲的文化,深切地说,是“文化中有意义有价值者,始称道”。可见

钱先生所诠释的道,也就是人文理想或人类文化理想。  

作为人文理想的道,是整全的。此整全的,在钱先生的诠释中,大约有四层意思。第一层,它是

社会大群人生的大道，并不是某狭隘的利益集团所独占封隔的,即道具有普遍共通性、社会

性。他说：孔子说士于道,而此“道是我们人生大道,是一个完整的。人道可以上通天道,天

人合一,便合在这道上。这又是一完整。”  

由第一层诠释,又给出第二层意思,即道有宗教意涵,有超越性。盖中国文化所重的“道是人

本位的、人文的,但道之大原出于天”。  

第三,道内在于人心,有内在性。钱先生认为,中国人所谓道,即是文化中有价值意义者,“而



此项意义与价值,则往往不表现在外面而只蕴藏在人生之内部”。此亦即谓道是精神性的,而

人文理想自亦可说是一人文精神,或说是内心的精神 向及其显发。  

第四层意思,有现实性、实践性。道或人文理想不是悬空高标无着落的、与世相隔的,它不是

一逻辑概念,“通于时代而有切于身世之用者,中国传统谓之‘道’。道既存有即活动,对人

生整体有效用,是现实社会人生的动源,就此自可说道具有现实的实践的性格,即必然亦须要

通过修、齐、治、平的人生实践和社会实践来表现与实现。就此钱先生诠释孟子的士尚志

说，所志即是志于道,然道有穷通,故孟子又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所谓独善其身

便是修身,兼善天下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又明确认为,“中国人讲道,重在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修、齐、治、平始是人生理想、人生大道。”此盖儒家所重,只是站在人文立场,而求

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唯现实问题,概括起来,无非是身、家、国、天下,故须讲求修、齐、

治、平之道。“此即人生理想，亦即人生责任”。  

中国古代的士所志所尚的道,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普遍共通性、社会性、超越性、内在性、实

践活动性的道,或者说这种种属性,是中国传统观念中的道的存有性格,用钱先生自己的哲学

语言说.是形上形下和合一体。这个道,即为儒家所标帜所弘扬所用以规范士的基本品性,实

亦为中国古人所接受的“仁”或曰“仁道”。钱先生说：“孔子所讲之‘仁’,即是一种理

想的人道。”道家与儒家共同参与了中国古代士的品性之塑造,此仁道,用道家大宗师庄子的

概括来说,即叫“内圣外王之道”。钱先生指出,“此内圣即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外王即是

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亦只在实现人生文化理想。”  

由钱先生对“道”的诠释,可知所谓士志于道,亦即谓士之职责在发挥人文精神,维护人生价

值,实践人生理想。此乃中国古代士的基本品性,本质属性。钱先生明确说：“所谓士者,对

此社会须能负起何种‘职责’与‘道义’，即是对此社会应有一番理想与其相应而起之一种

责任感,而努力以求此项理想之实现。”而曾参所谓仁以为己任,“犹说以人类之理想与道义

为其责任”。对士志于道,钱先生还有一富哲学意味的说法。他说:“士字,以文字讲,是推十

合一。善做学问者必能推,推十只是推至极,推十而能合一,然后吾道一以贯之,这才成为一个

士。”此所谓合一,即合在一“道”上,所谓吾道一以贯之,即将“道”贯通于吾人的生命

中。“士事也,一个士就有一份事。我们谁不担任着一份事,既担任着一份事,就该成一士,就

看他的志和道。士贵能推十合一，将全人类全民族全国家此一完整大道为我之志,为我之道,

放在我的身上,放在我的心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可见此所谓"吾道一以贯之

气实乃“求己与道之合为一体”,亦即道的内在化、人格化、生命化,从修养论上说即士必以

道之性为己性,以道之体为己之体。而士若真能以道生命化自己,则始真能为一主体存在、一

道的载体存在,亦真能“领导社会,发展理想”。否则将只是一“器”(犹今言知识匠、电脑

人),为人附庸,为物役使。所以钱先生举释“君子不器”时,一定要说,“若仅以己身供人用,

则我身仅如一器,无道可言,又何足贵?”此亦所以冉有为季孙氏用,孔子深为不满,要将冉有

革出教门,取消冉有的“士”籍,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孔子的“士志于道”,规范了士的生命,铸造了士的性格,也可说以“道”赋于士之流品的普

遍共通性、社会性、超越性、实践性等性格；而道之内在于士的生命,即为士的道德精神或

曰道德性,“行道有得,得于己之谓德”。此种种性,亦可谓是“士”与“道”的同一性所

在。它们构成了士一流品的基本性格,就士所展现出来的种种性格中,钱先生的分析,凸显了

士的超越性与宗教精神,这就是他的士为双料和尚或半和尚的性格说。  



依钱先生的分析,士的超越性格首先表现在其与个人的经济利益的关系上。他认为,孔子并不

反对常人之希求美衣好食,但倘使是一个“士”,就须不耻恶衣恶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

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唯道是尚,承担“道”的责任,死而后己,更不计当前或将来的报

酬。他说,中国的士,于此等处,显有一种宗教精神。而士参加政府后,由国家给以俸禄,则更

应专为公众服务,再不该谋个人经济、经营私家生活。钱先生又引孟子所言“无恒产而有恒

心者,唯士为能”来说明中国古代士的超越性,谓农工商生活有凭藉,唯士之精神所注在于道,

不在私人衣食,此之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这就是说,士的凭藉在道,在人文理想,士的思想

行为志向不以个人经济利益为转移,其人生实践与社会活动超越经济的制约,其承担的文化使

命不为或贫或富所减杀或所取消。  

从理上说,和尚是从个人经济利益超越出来的超越性和宗教精神的人格化。大不经营私人产

业,便和出家无异。于此,钱先生指析,中国社会上的士,其身份地位,很有些相当于外国的和

尚(传教士)。他认为,和尚、传教士是出家的,不经营私产的。因其虽没有家庭,但不参加政

治,所以说是单料和尚。而“中国的士是双料的和尚”。因中国的士,是不出家的,虽有家庭

却不准其谋私人经济,“不别治生”,专要他讲道,还要参加政治,承担修、齐、治、平的文化

理想的大责任。他说：“这是中国社会中的传统精神。积极方面要参加政治,来管公家事,消

极方面不允许他兼管自己的经济生活。所以说他们是双料的,至少也是半宗教性的。这是

说：中国的士,至少该有一半的和尚精神。”钱先生的双料和尚或单料和尚说,是对中国古代

士的超越性格和宗教精神的深刻揭示与形象性豁显。这个性格诠释,为人所未发,亦颇具有启

示意义,故在此详为引述。  

或疑中国古代的士是否真的以道为志、唯道是尚,此恐或多或少出自现代人有意识无意识的

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故且勿论。本文要指出的是,在钱先生,这却不仅是一观念之意义探究,更

是一历史事实的观察。孔子规定与形塑了中国古代士的"志于道"的典范人格。当然先秦诸子

百家共同参与这一规定与形塑,钱先生于此亦有揭示,如指出与儒家共为先秦显学的墨子提倡

由兼士、义士发挥自我牺牲精神,来领导社会,负担起人类理想的责任，其精神实与孔子无

异。但不能无视或抹杀儒家在其中所起的主要作用。换言之,孔孟所塑定的“志于道”的士

之品性,其实正是战国学者的基本性格。钱先生指述,战国学者的学术路向,正是沿袭春秋,以

历史性世界性社会性的人文精神为出发点,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为其共同向往的目标,于

人生本位上讲求普遍的伦理规范,来实现人类文化理想。他明确认为,儒墨为大社会人群建立

理想,悬为奋斗目标,明知其不可为而仍为之的一种带有宗教热忱的,即是战国的精神。  

即秦汉至清,孔子被奉为士之至圣先师、历代楷模,知识界纵或人言言殊,其实亦多在真孔子

假孔子之争。"志于道"也一直是中国士人的价值方向与人格追求。钱先生指出,两千多年来,

中国知识分子“学问主要目的,正在明道行道”。从钱先生揭示的历史事实中,即可知,道义

担当、仁以为己任,一直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激浊扬清的巨大作用,成为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

成仁取义的精神力量,诚如余英时所言,愈是“天下无道”、“天崩地诉”，孔子的“士教”

愈显出它的力量。从汉代知识分子在党锢之祸中“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宋代的知识分

子承五代之浇漓由范文正公开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与抱负,到晚明

亭林先生呼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林党人二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其中跃动的,

即是这“志于道”的“恒心”、“士的精神”。钱先生说,天下兴亡,即是指的人类文化理

想,即中国人之所谓道。宋儒张横渠四为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更可见"中国士人在历史上之大任务"。以天下为己任,承担社会人群之所以为

社会人群之理想,即是中国相传士的一种共同精神。  



钱先生认为,由士之负担人文理想,由士之共同精神,即可见中国文化的完整性,士是中国文化

传统的完整性的人格。能十足表现中国文化传统的完整性,中国人即称之曰士。此不啻谓中

国古代士的精神实即中国历史精神文化精神之所在,士的传统亦即中国文化传统之所在,士是

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由是,在历史事实的支持下,钱先生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士统即道

统”。这里,士统乃谓中国之士自有之传统,而“一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两统同一,

故曰士统即道统。  

所请“士统即道统”，要言之,亦即钱先生所言的：“中国社会的人生大道理,则寄托在士之

一流”；“中国历史指导精神寄在士的一流品”,中国的士“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精神之

所在"。由是也可知,钱先生的士中心论,不仅是社会学意义的,更是历史意义价值意义的。所

谓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云云,实即谓"由士来领导全社会共向此一条文化大理想的路上跑”。 

四、“士贵王贱”，“道统尊于政统”  

士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纠缠不清、欲理还乱的,这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重

要课题。对此,钱先生自有其持之有故、言之有据的疏理与阐述。从他的一系列疏理与阐述

中,我们还可看到,中国古代的士的精神是要入世淑世的,而此入世淑世的精神,或说其追求人

文理想之实现的社会性、实践性、道德性,则不可避免地要指向政治。事实上,中国古代的

士,多数已参加了政治,故史有“士大夫”之称。而在他们指向政治、参加政治的活动中,同

样也表现了其对政治的超越性,也可以说,中国古代士的超越性格一以贯之地表现在其政治立

场上。此种既参加政治又超越政治的关系,钱先生概括为“士贵王贼”、“道统尊于政

统”、“道统高于政统”的文化观念与文化传统。这其实是“土统即道统”之观念与传统的

进一步说明及延伸。  

钱先生认为,战国的士对政治活动有极大兴趣,他们抛不掉政治意念。但是他们不是为政治而

政治,不是为政治之器用,而是出于社会全体关怀的人文精神。他们根本的动机是社会性的,

着眼于下层全体民众,是为社会而政治,为整个人文之金体性的里想而政治。他们之参加政

治,是以政治为鉴于文体系之一种积极理想的工具。就是说,道或人文理想为其政治活动的原

则。于此,钱先生引用孔子的话说,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他进而诠释说：“用者,用其

道,非指用其身。能用其道,则出身材道.不能用其道,则藏道于身,宁退不仕。不显身于仕途,

以求全其道而传之后世。故土可以用,可以木用。可以仕,可以不仕。”这就是说,仕必保持

“道”的原则,进退用藏只是士以“道”为原则的自由选择。唯其如此,所以孔子墨子都常以

不合自己理想而从实际政治圈中抽身退出。此种态度,老庄亦不免。亦唯其以“道”为原则,

他们才进退行藏自如,不受制于人。因此,钱先生指出：“战国学者,对政治理想总是积极向

前,而对现实政治则常是消极不妥协。这一意识形态直传到后代,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一特

色。”其“重道而轻仕”的观念,也一直是中国古代士的精神蕲向与行为准则。此进取性与

退婴性始表现出士的政治属性的全幅意义,而此,尤其是“重道轻仕”、“宁退不仕”的政治

态度与观念所直接显示的,乃是“他们都有一超越政治的立场”。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重道轻仕宁退不仕,还由于其精神与传统的最大特点,在把个人没入大众而

普遍化,其智识的对象与其终极目标在普遍大众,在全人类,在使人人到达一种理想的文化人

生之最高境界。也就是说,他们更看重在现实社会人生中来实现人文理想,认为士之大用,用

于野而非用于朝,这正是士的社会性。此特点与传统亦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钱先生说战国

的学者“从政治兴趣落实到人生兴趣上而此一种人生兴趣,实极浓厚的带有一种宗教性。所



谓宗教性者,指其,认定人生价值,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全体。经此认定,而肯把自己个人没入

人群中,为大群而完成其个人。至于特殊性的人格,超越大群而完成他的特殊性的个人主义,

始终不为中国学者所看重,这又成为中国此下标准智识分子一特色。” 指出“战国学者在理

论上自觉的为中国此下智识分子描绘出此两特色,遂指导出中国历史文化走上一特殊的路

向。”  

顺此重道轻仕、重野于朝的观念及两特色,及进而表现为“士贵王贱”、“道统高于政统”

的政治文化观念与政治文化传统。钱先生指陈,“士贵王贱,亦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特殊观念特

殊风气”。所谓士贵王贱当然是价值意义文化意义的。但虽然现实政治中,王至尊至贵,但在

中国人尤是士的价值观念中,却是士尊于君。士以师道而尊,以“士统即道统”而尊,士承道

统而名望能高于帝王卿相一类政治人物,士可以无君,常以自任道统自负，而君则不能不礼贤

下士。钱先生解释“士贵王贱”说:“在中国人心中,君师并尊,而、士人之为师,抑犹有高出

于为君之上者。"又指出：“中国传统政治历代取士标准,亦必奉孔子儒术为主。政统之上尚

有一道统。帝王虽尊,不能无道无师,无圣无天,亦不能自外于士,以成其为一君。”  

所谓“道统高于政统”,钱先生早在抗战时就明确提出,此后一直宣说。他说：“教权尊于治

权,道统尊于政统,为儒家陈义,亦传统文化之主干”。而且，“道统地位随于历史演进而益

尊于治统之上”。如至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新士宋代理学家,即是大体退在野,尊道统,开风气,

以做政治之领导。按钱先生揭示的历史根据,其大端有四。一是中国文化观念与传统认为,人

道之大端乃在师统,而非君统。其二,民间私学不尊循朝廷官学,而朝廷犹予以优容,将教育教

化大权让之社会私家之手。其三,中国秦汉以下之传统政府,乃由学术界组成,受学术界之支

持与领导。此亦中国历史一持有传统,传统政制之精髓所在。其四,君位治统可以有历代之更

易,而师传道统则不随以俱变。而以学术指导政治,以学术为政治之灵魂而非其工具,学术必

先独立于政治之外、不受政治干预,亦即保持士一阶层的独立的超越政治的立场,实即此“士

尊王贱”与“道统尊于政统”之观念与传统的精义。“士尊玉贱”、“道统尊于政统”，可

说集中表现与豁显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超越政治的立场与意识。  

从钱先生的阐述中,大体可以透见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处理其与政治的关系,乃以在野影响

与指导政治为主要方式,以入仕为次要方式,或说在观念上前一方式更重于后一方式。由于上

述战国开始形成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两特色，“士尊王贱”、“道统尊于政统”的观念与传

统,士之超越的政治立场及其两种处理政治方式,结果，“中国士流之影响与贡献,主要在社

会之下层”，在对中国文化发生久远的历史影响。此即钱先生所谓“社会有士,则其道乃得

常传于天地间”。同时,中国政治因此亦常得保持一次好之地位"。盖中国的士重道轻仕,宁

退不仕,使道藏于野、传于世,中国社会人生乃终得蒸蒸日上,务使做人价值更尊于在位者。

更高标准的人格楷模以普通人而生活在社会大群中,此又使得政治人物亦不得崇仰此楷模而

趋附此标准。钱先生认为：“此中国社会之有士,所以为中国文化所特具之一最有意义与价

值之所在也。”  

五、结语：“中国历史一条有力的动脉”  

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当然是一个大史学理论问题,但更是一个历史事实问题。上述钱先生之

论士与中国文化,若用动力论的方式表述,就是一句话：“中国知识分子,此乃中国历史一条

有力的动脉。”  

这个观点,在钱先生,正是严守史学界的本份,通过考察中国社会的历史变动及变动中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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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地位、作用而提出的。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社会变动,主要就变动在士的这一流。士的变

动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变动。在这个历史变动中,由本文上述,已知领导社会、发展理想的力

量，即寄在士的流品。因此,钱先生自然有充足的理由得出“中国智识分子,此乃中国历史一

条有力的动脉”之结论。此一动力论观点,与前揭钱先生的种种观点,乃构成他一套系列的中

国古代知识分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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